婚姻法司法解释“24条”的是与非

程　昆

“24条”引出的是非

　　近年来，有一个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就是离婚夫妻“被负债”的现象。这个现象简单讲，就是夫妻在离婚之后，莫名其妙地被告上法庭，说自己的前配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欠下了大笔债务，这个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要自己与前配偶共同偿还，而各级人民法院多数情况下都会支持这样的诉讼请求，判决共同偿还，许多已离婚的人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有的甚至于倾家荡产。这样的情况，让很多人觉得非常冤枉：钱什么时候借的、借了多少、借来干什么自己根本毫不知情，甚至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笔债务，现在婚都离了，还要叫自己一起承担，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切都源于最高人民法院的一条司法解释的存在，那就是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99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法释[2003]19号。以下简称“24条”）。“24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也就是说，只要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债务，一律推定为共同债务，只有绝少数特殊情况例外。

　　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2001年修正版婚姻法和1993年最高法的司法解释都有明确规定，原本并没有多少争议，争议的起源就在于这个“24条”。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出台之前，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存在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夫妻为逃避债务虚假离婚，造成债权人赢了官司却拿不到钱。为了遏制这一现象，维护交易安全，最高法选择了“手疼剁手，头疼砍头”的极端做法，在利益保护的权衡上完全倒向了债权人一边，但这样做的结果，又造成了对债务人配偶绝大的不公平。“24条”诞生前后一直争议不断，起初只是学理上的争论，近几年来随着适用“24条”判决的案件激增，其负面效应迅速发酵，其中不乏虚假债务和非法债务借此大行其道。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2012年全国适用“24条”判决的案件只有4153件；2013年，这个数字猛窜到18057件，增长了334.8%；之后，案件呈井喷式增长，2014年达到80489件；到2016年，这个数字竟然达到了141026件，比2012年增加了3295.8%！这其中，有17081件案件的债务人配偶或前配偶表示对债务毫不知情，占比达12.1%。

　　因为此类案件被负债的人群迅猛增长，催生了一个自称为“24条受害者”的特殊社会群体，这其中从大学教授、法官、律师、医生、教师、记者，到国家干部、企业高管、外企白领、私营业主等一应俱全。这些人每一个的背后都涉及一个或多个家庭，而在“24条”未被撤销或修改的情况下，这个群体还会不断迅速扩大。如此多的家庭因为一条司法解释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这给整个社会带来的隐患和危害不言而喻。“24条”的问题是一个法律问题，每一个家庭理论上都可能遇到同样的情况，公众对婚姻安全的信心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可以说，这个问题已真正成为一个正在动摇婚姻家庭基础和司法公信力的严峻的社会问题。

“24条”问题在哪儿

　　“24条”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笔者有两个基本观点：

　　一是“24条”超越上位法的规定，属于违法解释。

　　《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也就是说，婚姻法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是“为夫妻共同生活”。这一点，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也规定：“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

　　对比“24条”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24条”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推定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婚姻法的规定完全不相符。对此，高法的说法是：“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与婚姻法第41条的规定并不矛盾。《婚姻法》第41条是离婚时夫妻债务的判断标准，解决的是夫妻内部法律关系，“24条”是针对夫妻债务的外部法律关系所作的规定。”这就是所谓的“内外有别”论。

　　按照“内外有别”论，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变成了两套，法律规定的标准只能对内，司法解释的标准专门对外。可这样看来，“24条”根本就不是对《婚姻法》第41条所作的解释，而是补充规定。而我们知道，宪法和法律从来就没有赋予过最高法自行立法的权限，最高法在制定“24条”时认为法律的规定不够用，因而在法律之外另立一套新规，这显然完全超越了司法解释权限，属于典型的违法解释。

　　二是“24条”框架下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

　　最高法制定“24条”时暗含一个假设前提：“夫妻是一伙的，所有夫妻都一定会对共同债务赖账”。在这个前提下，所有夫妻都被视为逃债夫妻，几乎所有关键性的举证责任都被放到了夫妻一方，实际上是债务人的配偶（或前配偶，下同）身上，大有“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走一个”的味道。

　　“24条”规定有两种可否定共债的除外情形，然而在实践中这两种情形极难证明，基本形同虚设。

　　第一种情形需要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在实践中，债权人为了降低债权的风险，一般不可能作这样的约定。而即便有这样的约定，交易发生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也只有债务人有作出证明的可能，债务人的配偶作为交易的局外人根本没有举证的条件，一旦债务人不愿或不能提供明确的证据，不论实际情形如何，债务人的配偶只能被动负债。

　　第二种情形需要证明的是夫妻约定实行夫妻财产AA制且第三人知道该约定（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在我国的文化背景下，能订立无瑕疵的夫妻财产AA制并肯于广而告之的并不多见，且要证明第三人知道该约定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一条根本没有实际意义。

　　鉴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最高法民一庭2014年7月12日作出（2014）民一他字第10号答复，补充了第三种可否定共债的情形：“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算是在坚持“内外有别”双重认定标准的前提下，稍稍开了一点小口子。然而这同样是一个近乎无法完成的任务。试想“夫妻共同生活”包含的具体内容何等纷繁复杂，债务人的配偶要怎么做才能证明一笔自己毫不知情的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呢？把每一笔家庭收支全部证明个遍吗？漫说做不到，即使真做到了又能怎样，随便一个借口就可以让所有的努力变成无用功。网络上有一个例子，说温州一位法官用“二十四条”宣判过他人后，自己却因“二十四条”败诉，搬进了800元月租的民房里。想想看，一位民事法官，事情轮到自己头上时连他都无法自证清白，那其他人呢？说到底，按照“24条”及其举证规则，只要债务人想坑自己的配偶，基本一坑一个准，这实在是想想都觉得可怕。

　　相对于债务人的配偶所承担的严苛举证责任，债权人却只需要承担最基本的举证责任，即证明债务真实存在且发生于债务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这就很奇怪了，债权人作为交易的一方，在防范债权风险中有很大的主动权和责任，其掌握的信息量也要比不知情的债务人配偶大得多，在主张债权时理应承担更多的义务，为什么要把债务风险全部推到可能毫不知情的债务人配偶身上呢？这实在难以理解。

“24条”打补丁有用吗

　　鉴于社会对“24条”的质疑和批评，最高法对“24条”作过不少解释，也打过补丁，但一直没能平息争议，不少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连续多年提出关于修改或废止“24条”的建议和提案。2017年2月28日，全国两会前夕，倍感舆论压力的最高法院再次出台补充规定。补充规定在“24条”的基础上增加两款，分别作为该条第二款和第三款：“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同时，还配套下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通知》），要求各级法院正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作出的补充规定，在家事审判工作中正确处理夫妻债务，依法保护夫妻双方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维护交易安全。这就是俗称的“两补充一通知”。“两补充一通知”的核心思想是：“24条”没有问题，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都是基层办案法官简单机械适用“24条”，没有严格审查虚假债务和非法债务所致；只要排除了虚假债务和非法债务，所有问题均可迎刃而解。

　　平心而论，最高法院如此大张旗鼓郑重其事地将反对虚假债务和非法债务作为两款补充规定推出实在没什么意思，相反让人迷惑：这是说以前的“24条”不反对虚假债务和非法债务吗？还是仅仅为了堵悠悠之口做个姿态而弄出这么个大动静？虚假债务和非法债务历来不受任何法律保护，这是所有人的共识，“两补充”如此刻意，令人啼笑皆非。相比之下，“一通知”就七个方面的问题一一作了明确，对于统一指导思想和审判尺度倒是不乏积极作用。然而，如果不消除“24条”的推定原则和举证规则本源上的缺陷，仅凭“两补充一通知”岂能真正解决问题？有一定司法实践经验的人都不难看出，在“24条”的规则之下，要想成功查明真相，首先，办案法官必须是工作高度认真负责、业务超级精湛的高手；其次，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对每个案件都像警察一样展开侦查；最后，还要运气足够好，遇到的炮制虚假、非法债务的违法分子足够愚蠢笨拙。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24条”的规则之下有所作为。可实际情况是，全国的一线办案法官每天都被海量的案件压得苦不堪言，有多少精力对每一件案件都进行侦探式的主动深入调查？而根据“24条”的规则，查不清真相就只能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如此，多数虚假债务和非法债务都可以轻松蒙混过关，借助法庭堂而皇之地合法化。

抛开“24条”如何

　　制定法律规则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各种法律关系和行为的规范与约束，实现并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规则本身无法实现公平正义，却本末倒置地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办案法官的努力和运气之上，那这样的规则又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然而，任何法律法规的修改都是一个漫长艰难的过程，当前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探讨在现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释框架下，如何就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正确适用法律，在审判中把握好相对统一的尺度。对此，笔者有几点不成熟的思考：

　　（一）淡化“24条”的推定，回归法律规定的认定标准

　　“24条”本为司法解释中的一条，无论如何其效力不应该高于法律或者与法律平起平坐，因此可以明确，判断是否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仍然是《婚姻法》确定的标准。按照全国人大对《婚姻法》第41条的释义，夫妻共同债务有两大类：1、为夫妻共同生活所欠的债务（包括为家庭共同生活而进行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负的债务）；2、夫妻合意所负的债务。审判实践中，应该淡化“24条”的推定标准，认真审查债务是否属于这两类情形，属于这两类情形的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不属于或可排除属于这两类情形的认定为夫妻一方个人债务。对于借款数额巨大债务人又拒不到庭或潜逃的，可移交公安机关以刑事犯罪立案侦查。

　　（二）强调债权人的证明责任，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原则

　　债权人作为交易的第一当事人，债权的成立因其主动行为产生，其对自己资金的安全应承担第一责任，对债务的来龙去脉也有着清楚的认知，发生纠纷时理当就自己的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不利的后果，这也符合“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通过对债权人举证责任的强调，可以引导当事人规范交易行为，主动防范交易风险，最大限度地避免虚假债务和非法债务的发生。事实上，在正常合法的民间借贷中，债权人只要稍加注意，要知晓钱被债务人实际用到何处或许不大容易，但要明确夫妻双方有举债的合意又有何难？比如对自己认为属于“大额”的借贷要求夫妻共债共签，非常简单地就能有效避免日后共债个债之争。

　　（三）认真落实最高法《通知》精神，明确审判要素，统一审判尺度，依法正确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审判实践中，在淡化“24条”的推定原则和举证规则的前提下，应该认真落实《通知》精神，明确审判要素，统一审判尺度，特别是注意充分发挥法庭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依职权查明案情，努力缩小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间的差距，依法正确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避免虚假债务和非法债务借助法庭合法化。另外，要严格落实“未经审判程序，不得要求未举债的夫妻一方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杜绝为化解执行难而采取简单粗暴的手段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情况发生。

　　结语：“24条”存在的问题有目共睹，否则也不会有如此多的非议和最高法历年来通过各种方式对其进行的补充完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坦然正视，及时修正，这不仅是一种气魄，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需要的担当。不论“24条”是废是改，都需要各级立法、司法机关以及所有法律工作者、各界人士，在实践中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直至找出最合理的解决方案，真正实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
